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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安全需要，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主的后方城市开始了向乡村疏散的“自救”

过程。在疏散的同时，乡村也迎来特殊的建设机遇。几年下来，疏散促使重庆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乡村开始了城市

化的发展。疏散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聚集点，成为战后规划卫星市镇的首选，奠定了今天重庆主城区的城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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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战时疏散是乡村建设的特殊机遇 

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国民政府选择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作为抗战大后方基地后，中国历史上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

由东向西的迁徙运动。国家中枢、工业厂矿、学校等纷纷向西部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相对安全的城市集聚。由于敌我

作战实力的悬殊，大后方这些城市又没有完善的御敌防空体系，因而在敌人开始施行空袭轰炸时，这些城市往往成为主要的攻

击目标，尤其是战时首都重庆。和城市相比，地域范围广大的乡村是相对安全的。为坚持长期抗战保存实力，减少不必要的人

员伤亡，国民政府施行了操作性较强的战时消极防空策略，将集中在各城市中的人口向其附近乡村疏散。 

20 世纪初，西方的城市如伦敦、纽约等，在工业革命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聚，城市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变得拥挤不堪，

市民的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甚至出现贫民窟等现象。针对因工业发展而带来的居住、卫生等一系列城市问题，西方国家的城市

规划师和社会学家遵照为普通大众服务的宗旨，尝试通过诸多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如柯布西耶的集中机械理性

主义的城市规划思想，也有试图以“分散”来缓解大城市问题，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赖特的广亩城市，以及沙里宁的

有机疏散理论等。其中，以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较为实用，尤其是“二战”后，该理论对指导“卫星城”建设来疏散和重组

特大城市的空间和结构，起到重要的作用。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兴起之时，正是 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的抗日战争期间，这些西方城市“减

负”理论，随即影响并指导中国战时基于城市安全需要，由城市向乡村的疏散行动。和西方国家因工业发展，将城市过于膨胀

的人口向乡村疏散不同，战时中国的疏散政策，起初完全是从战争安全角度出发。 

在疏散的过程中，人潮不断涌向相对落后、闭塞的乡村时，国民政府逐渐意识到这将是一次发展乡村的特殊机遇。除了避

免敌机轰炸保存人员和物资实力的目的外，疏散与建设并进，依靠疏散为主的外来动力，在抗敌生产的同时，促进了乡村的发

展。“将附近的乡村建设起来，朝着田园都市的路上去”［1］，尽量缩短乡镇与市区的差距，成为疏散过程中更有意义的任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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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来，基于政治军事防御和城市安全目的的战时城市“自救”行动，促使战时大后方的城市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2 疏散促进城区范围的拓展 

战时首都重庆是遭受日机轰炸最为严重的城市，对于疏散地点的选择，国民政府通过在重庆近郊设立迁建区来安置内迁的

国家中枢、政府机构、工厂和学校等。而普通市民的疏散地点则距离市区更远，疏散区域更为广泛。但无论疏散距离的远近，

疏散地点都优先考虑水运和公路交通便利的地方。 

随着疏散区的初步成形，城市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从重庆城区拓展的几个阶段看(图 1)，1940 年城区的扩大，完全是由

战时疏散所致①2。在重庆近郊的主要疏散区域，过去较为发达的场镇，疏散沿途主要的交通集结点，战时工厂、学校、政府机构

等因疏散形成的新聚集点，如西郊的小龙坎、沙坪坝、磁器口、新桥、山洞、歌乐山、高滩岩等;嘉陵江北的观音桥、猫儿石、

杨坝滩、香国寺、溉澜溪、寸滩等;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黄桷垭、龙门浩、弹子石、大佛寺等都相继发展起来。 

 

战时重庆向近郊和远郊的散开，使得日机的轰炸效果，远没有达到其设想的目的。1940 年 8 月，日军远藤三郎被任命为第

                                                        
2①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中将重庆城市的发展划分为 6 个阶段:1．陪都核心，由两汉迄今，均在两江汇流处。2.嗣后

城内外开辟公路，人口重心向城中移动。3.1928 年划定新市区范围，面积达 8km2。4.1929 年，市政府正式成立，1933 年重划市

区，合计水陆面积为 93.5km2。5.1937 年国府西迁，1940 年市区扩大，面积约 300km2。6.战时迁建区范围北达北碚，南至南温

泉，东起广阳坝，西抵白市驿，此大陪都面积约 1940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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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飞行团团长，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曾连续多次地乘坐轰炸机空袭重庆，从重庆上空看到两江怀抱的重庆市中州被破坏

得面目皆非，但被大江隔开的两岸地区，特别是右岸地区广阔的范围内渐现发展趋势，真不知如何轰炸才能给他们以沉重的打

击”［2］。“判断重庆已成为一片废墟是个错误，据本人所见，重庆正在向周边地区发展，„„重庆市的扩大是从抗战时期开始的”
［3］。 

可以说，在整个疏散过程中，和普通市民的疏散不同，大批的迁川军工和民营厂矿、机关、学校等是有秩序向郊外乡村迁

建的，在进行有限建设和生产的过程中，对当地产生较大的影响和作用。其中，因疏散形成的沿江分散式工业区和“沙磁文化

区”成为战时推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主力。 

3 近郊分散式工业区和文化区的形成 

3.1 近郊分散式工业区的形成 

由于战时重庆的电力供应仅限在半岛旧市区，而且战时重庆的公路交通较落后，铁路运输尚未成形，交通方式以水运为主，

因此以兵工厂为龙头的内迁工厂只能选择在重庆近郊长江和嘉陵江两江沿岸台地建厂。 

在战争背景下，内迁来渝的大多数工厂一般经过一两年时间完成了厂区建设。但由于时间仓促，建设空间和场地又受到战

争威胁，战时重庆的工业布点缺乏统一和科学的计划，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下应急式的工业区发展模式。在重庆尚未自主形成工

业区的情况下，以快速、粗糙、简易植入的建厂形式，开发了两江沿岸的农田、荒地和码头，形成了沿长江东起郭家沱，西到

大渡口;沿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的既分散又相对集中的线型带状工业地带(图 2)。 

由于数量众多的工厂，尤其是占地面积和规模较大的兵工厂，它们选址和布局一经确定就不会轻易更改，给当时的重庆城

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带来较大的变化。因此，在 1941 年制定的“陪都分区计划”以及战后 1946 年编制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

案》中对工业区的发展规划，都是以战时形成的沿江分散式工业区为基础。 

 

战前的各大兵工厂分散在全国各地，一般都建在各大城市的外围，或者是较为偏远地区，兵工厂建设只是局部改变了城市

空间，对城市的格局和结构影响不大。极少有像抗战时期的重庆这样，在半岛中心的两江沿岸，聚集全国近 50%的兵工厂。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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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战时特定的环境造成的城市现象，随后影响了重庆城市长达近 70 年两江沿岸的城市景观②3。 

3.2“沙磁文化区”的出现 

沙坪坝位于重庆市的西郊，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随着成渝公路的通车，炼钢厂的建设，以及重庆大学、四川乡村建设学

院等重庆最早的高等教育学府在此选址建校园，沙坪坝已从一片僻静的乡村开始了初步的城市化过程。1936 年 12 月，重庆大学

胡庶华校长在《重大校刊》第四期发表的《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中首次提出:“为国家培养人才，在沙坪坝建立重庆新

文化区”的设想，并在文中勾画出文化区最初的蓝图以及发展前景。 

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重庆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随即抗战爆发，但幸运的是，胡校长提出建设文化区的愿望并没有因战事

而中断，而是在诸多内迁学校的推动下，在罗家伦、张伯苓等著名教育家和社会名流的共同努力下，将文教事业与战时救亡图

存连为一体，促进了文化区的形成(图 3)。 

 

在文化区的物质建设上，战时“沙磁”文化区能够形成和发展，除了本身的区域优势和已有的教育基础外，还有多方面力

量的支持。表现在:战时的沙坪坝不仅汇集教育机构和高等学府，还有多种实业的支持;除古老的货物集散商业码头磁器口外，

战前发展起来的丝厂、炼钢厂等现代化的产业，以及在磁器口开展的乡村建设，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区内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发

展。 

此外，在战前已有的两所本地高等学府的基础上，战争初期天津南开中学和中央大学率先迁入，名校的示范效应，促使随

后诸多学校汇聚在沙坪坝，成为战时文化区形成的中坚力量。而重庆大学和南渝中学的校园建筑，更成为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标

志，沙坪坝已初具发展文化区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氛围。因此，在 1941 年制定的“陪都分区计划”和 1946 年的《陪都十年建设

计划草案》都明确重庆城市文化区“在小龙坎到磁器口一带，以沙坪坝为中心”。在 1942 年版《重庆指南》中列出的陪都新八

景中，沙磁文化区以“沙坪学灯”成为陪都一景。其描绘为:“磁器口下，嘉陵江岸之沙坪坝，誉为陪都文化区„„学府林立，

幢幢校舍相望，晚课教室通明，是为学灯。” 

4 疏散作用下乡村空间的变化 

                                                        
3②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环境的治理，抗战时期迁渝的兵工厂纷纷迁走，重庆两江沿岸工厂林立的

城市景象才发生根本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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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战时短短几年时间，在重庆近郊乡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工厂的植入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促使乡村开始了城市化

的过程。所谓“城市化”，其本义是指人类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开始摆脱乡村的束缚或对乡村的依赖，独立于乡村之外，并相

互形成一个城市体系，产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进入持续发展状态，最终取代乡村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人类社会发展中

心的这一过程［4］。简单来说，城市化就是指农村变城市，农民变市民的过程。包括物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城市

化的动力是由城市的经济因素决定的。 

在战时重庆工业区集中的郊区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多是来自以兵工厂为龙头的大型重工业厂矿建设。工厂的出现，促进周

围物质环境的改变。由于建设工厂，尤其是兵工厂和钢铁厂，需要大片的生产和生活用地，规模较大，并且为了生产和生活的

需要，在这些工厂区附近也相应建设了一些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 

因此，以工厂为中心在其外围逐渐形成新的居民聚集区和街市，改变过去单一的乡村面貌。其中，有以军工厂为主的聚点，

如大渡口和郭家沱等。也有纯民营工厂聚集点，如李家沱工业区。而数量最多是军工和民营工厂混合形成的聚集区，如江北的

香国寺、猫儿石、观音桥、溉澜溪等地。从各工厂的分布区域看，在战时疏散的前提下，分散的工业区决定了新城区的拓展范

围。其中，以钢铁工业而发展的大渡口工业新市镇以及军工与民营厂矿包围的江北观音桥中心区域的出现，是乡村空间变化最

突出的城市现象(图 4)。 

 

而战时教育不仅对城市的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进程。在防空疏散中，

西郊小龙坎一带因是三条进出沙坪坝的公路交通结点，从而聚集大量的人群。而抗战初期，天津南开中学的进驻，轰炸后外来

的学校和机构等的不断涌入，促使沙坪坝的物质空间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形成以小龙坎为起点，顺着沙磁公路，在中段以

南渝中学和重庆大学为中间节点，最后以磁器口为终点的以点带面的线型城市空间形态，尤其是在南渝中学和重庆大学之间已

逐渐连成片。 

“善投机的人，早知道从南渝到重大中间的一段路是块风水地，于是拼命的建房，开铺子。„„以吃食店最多，书店其次。

除此之外，还新添了专卖日常用品的商店，以及流动的铺子，„„沙坪坝变得摩登多了。”［5］内迁学校进入乡村，在带来先进的

文化知识和人才外，也逐渐以文化教育来促进该区域的乡村城市化，这就是沙坪坝文化区形成的外来动力，这也是战时重庆继

兵工厂集聚在城市两江沿岸创造工业景象外，因文化教育的推动而出现的又一个城市奇迹。 

5 以战时疏散为基础的陪都卫星市镇规划 

抗战胜利后，针对重庆城市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国民政府在还都南京之前，组织编制了《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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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草案》中基于疏散半岛市区人口，降低市区人口密度而拟定了发展卫星市镇的计划，即“本市半岛为母市中心，„„最

多能容纳 40 万人。其余应向各卫星市作有计划分布”［6］。而《计划草案》中对于卫星市镇的布点完全是基于战时疏散形成的“大

重庆”的城市格局，以及尊重山城特定的地理环境，做出的城市发展设想。 

众所周知，古代重庆城市受地理环境所限，以及城池军事防御的需要，在很长时期都以半岛为主，城市的有限拓展是选择

江对岸的江北，形成双城的格局。近代开埠后，随着日租界的设立，使得长江南岸也有了局部的发展，于是形成三足鼎立的城

市空间雏形。但无论是江北还是南岸，都只是局限在“点”上，整个城市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缓慢发展的趋势。而在抗日战

争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下，城区范围成倍扩大，基于不同功能、多个疏散集中点的出现，使得重庆城市空间格局在八年抗战期

间发生了较大的突变。而战后《计划草案》对于卫星市镇的划定，反映了重庆在抗战中从集中到分散，分散到集中的城市发展

过程，而这些功能不同的疏散集中点，已初步具备卫星市镇发展的基本条件。 

计划中的卫星市镇中，受限于地理环境，有 9个卫星市、9个卫星镇是沿长江和嘉陵江呈线性、跳跃式分布。和其他城市一

样，选择临江是与河流有直接关系，河流是水源、工厂生产的动力源以及交通通道。但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陪都在河流两岸

成线型“点”状分布了 18 个卫星市镇，数量已超出一个城市正常状态下的发展速度和广度，这反映了随内迁而来外来动力的强

大，并且从这些卫星市镇的性质看，以推动战时陪都经济发展动力的工业区居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距离母城较远西郊的“沙磁文化区”，南岸南坪场附近，以及江北和杨家坪一带等计划中的卫星市镇，已

有促使这些区域形成新的城市中心的趋势。在城市从江岸逐步向内腹地纵深推进的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具有多中心组团结构式

的城市雏形(图 5)，这在后来的城市发展中得到证实。而以工业性质居多的卫星市镇，决定当时重庆是以工业为主的生产性城市。 

 

6 结论 

在面对战争带来城市安全危难时，国民政府通过强制疏散的办法，促进了重庆城市地域空间范围的拓展，并给广大的乡村

带来建设发展的机遇。其中，内迁而来的工厂，由于防空要求，在重庆近郊两江沿岸形成多个分散式的工业区，进行战时国防

和生活物资生产。并以此为契机，以各个厂区的建设，促进了两江沿岸重庆近郊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出现多个以工厂为中心的

新市镇，如大渡口钢铁工业区的形成，以及因工业区的发展而引起的江北区中心的转移等城市变化。 

同样，“沙磁文化区”的形成，也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几年下来，疏散拓展城市空间，改变了城市的格局，初步形成

了“大分散、小集中、梅花点状”的大重庆城市布局雏形。而因战时疏散形成的新的聚集点成为战后《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7 

中卫星市镇的基础，建构了今天重庆主城区的城市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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